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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崛起源于中国城市发展普遍性问题与青年发展特殊性问题的交汇。 城市空间结构的聚集或分散

直接影响青年人才的集聚和创新要素的配置效率。 基于 2008—2022 年的 LandScan 高分辨率全球人口分布数据(LandScan
 

Global
 

Population
 

Database),实证分析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空间结构对创新要素错配的影响。 研究发现,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空间

分散程度位于创新要素错配 U 型结构的左侧,且有进一步聚集的趋势。 要素动态流动机制显示,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空间结构

通过创新资本和创新人员的双向流动缓解了创新要素错配,特别是创新人员的流动对周边城市有利。 静态机制表明,要素的

创新性配置环境通过缓解青年发展型城市聚集趋势下的创新资本错配,进一步优化了资源配置。 研究结论支持在青年发展

型城市规划中采用合理的空间分散策略,以优化创新要素配置,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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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合理的城市空间结构布局是充分释放创新要素配置潜能的必要前提。 资源的稀缺性和逐利性致使创

新资源要素呈现出向城市中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集聚,使得区域创新要素呈现出非平衡的城市空

间格局。 创新活动以现实的经济活动为载体,空间结构的优化为创新活动提供高质量的共享、匹配与知识

溢出途径。 创新活动汇集大量生产资料、多样性人才及公共基础设施等投入,是政产学研服等密切合作的

结果。 这不仅是企业的产物,更是城市的产物。 如何从城市空间结构维度优化创新要素的布局,缩小区域

创新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创新协调发展,是一个亟待研究的理论和现实课题。
根据以往的发展实践,多中心空间结构作为现代城市规划和发展的重要理念,旨在通过建立多个功能

中心来缓解单中心城市的压力,提高城市系统的整体效率和可持续性。 多中心城市发展模式被视为促进经

济发展的良方。 然而,从具体的实践效果看,以多中心为指导的城市和区域发展结果不尽相同,何种空间结

构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结论尚不明确。 多中心结构在集聚经济和空间挤出效应的平衡中有助于实现最佳

的城市规模,打破城市间的行政和市场壁垒,促进不同层级城市间的产业分工与功能互补,从而提升生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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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因此,相较于单中心发展模式,多中心空间结构更容易发挥空间的正外部性[1] 。 而过早形成多中心结

构可能在中心城市规模尚未达到最优水平时阻碍集聚经济的发展,反而损害区域生产效率。 例如,多中心

空间结构的地区在通勤效率方面明显落后于单中心结构的地区,这无疑会抑制知识和技术的焦虑与溢

出[2] 。 尽管多中心结构在缓解中心城市压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其实施效果需结合

具体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和调整。 城市空间结构与经济效率,尤其是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还需要

更多实证探究的支撑。
“青年优先发展”逐步成为当下城市发展新阶段的重要话题。 2022 年 4 月,中央宣传部、国家民委和共

青团中央等 17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明确了“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

设内涵,目标是为了推动青年高质量发展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双向互促,统筹引导规范各地自行探索的青

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将青年发展和城市发展纳入一体两面。 以辽宁省为例,2024 年发布《关于建设青年发展

型省份的若干措施》和《关于开展辽宁省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意见》①,相关政策文件旨在增强创新要素集

聚和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城市与青年协同发展[3] 。 试点城市基于国家及地方政府的相关文件通过一系列政

策措施吸引青年和创新型人才。 例如,《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等明确要求各地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引进。 地方政府则结合实际出台具体政

策,如北京市“海聚工程”、深圳市“人才安居工程”和成都市的创新创业支持政策等,通过提供税收优惠、科
研资金、住房保障及创业支持,营造了有利于青年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 为落实和有效转化上述相关政策,
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需要兼顾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创新要素合理配置,应考虑知识转化为商业价值的结构

和复杂性,强调劳动力、资本和技能等资源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4] 。 因此,探究青年发展型城市结构上的优

化以发挥青年人才加持下创新要素的配置成为本文的主要工作。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空

间结构对创新要素配置是否具有影响? 如果有影响,内在机制是什么,以及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空间结构对

创新要素配置的影响模式与一般城市有没有本质的差异。 对此,本文从以下方面探索:一是,测算城市创新

要素错配程度,考察空间结构对创新要素错配的影响,为规划合理的城市空间结构和构建创新高地提供启

示;二是,结合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背景,探讨青年发展型城市如何通过合理的空间结构充分发挥青年人才

的集聚效应以优化创新要素配置。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结合青年发展型城市需求,探讨何种空间结

构能更有效配置创新资源,支持青年发展和创新创业;第二,聚焦创新要素错配,从城市空间结构角度分析

其影响,特别关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第三,通过城市区域要素动态流动视角及要素创新性配置环境视

角,凸显区域间创新要素流动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探究创新要素配置差异。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青年发展型城市本质上来看是一个“空间概念”,建设的着力点就是要优化青年优先发展的规划环境、
教育环境、就业环境、居住环境、生活环境等,其缘起于我国城市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和青年发展存在的特殊

性问题的交叉[5] 。 城市经济学的理论表明,从城市的形成到其发展过程,始终围绕着“空间”的分布、集聚与

流动展开。 城市通过空间集聚效应实现经济规模扩大和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同时通过空间流动效应促进人

员、信息与资本的动态配置,增强城市活力。 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如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功能失衡等,根源

在于空间资源的错配与竞争,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优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 此外,城市发展的目标

在于通过高效的空间组织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具体体现在功能区划调整、多中心化建设、紧
凑型发展等空间优化策略上。 因此,无论是资源分配、政策制定,还是治理规划,城市发展的核心逻辑始终

是一个围绕“空间”进行的动态调整与优化过程。 这充分体现了城市发展作为空间概念的本质特征。 同时,
人才等创新要素的配置与流动本质上依托于“空间”这一核心载体展开,其效率和模式受到空间条件的深刻

影响。 聚集经济和空间经济学的理论表明:第一,创新要素的高效集聚依赖于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效应,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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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科技园区、创新中心等特定功能区,这些空间载体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强知识溢出效应和提升协同

效率,为创新要素的优化配置提供物理基础。 第二,创新要素的流动受空间结构的制约,交通网络和信息网

络的布局及城市空间的多中心化程度决定了创新资源在区域内外的流动效率。 第三,创新要素的扩散和技

术传播需要依赖空间载体,区域间的可达性与连接性直接影响创新要素的扩散路径与范围。 此外,空间的

差异性决定了创新要素的分布模式,核心区域往往集聚高端创新资源,而边缘区域则承载低端资源,这种空

间梯度进一步强化了要素对空间的依赖性。
现有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对青年发展型城市开展探讨。 一方面是青年发展型城市概念内涵的解释及

政策实践探索的规范性。 孙久文和蒋治[6]通过结合青年群体的边界界定,阐述城市和青年高质量发展对青

年发展型城市的赋能驱动作用,明确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科学内涵,为青年发展型城市发展提出战略构想。
另有学者从城市促进青年发展角度,以北京、上海和天津超大城市为例,构建城市发展综合评价指标,探究

城市发展水平与青年幸福获得感之间的差异关系[7] 。 另一方面是针对青年发展型城市指标体系的构建。
郑德高等[8]梳理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脉络及内涵,从需求视角和供给视角,构建聚焦青年乐居、立业、活
力和有为 4 个维度的城市规划建设评价体系。 聂伟和余燕琪[9] 以深圳市为特定研究对象,在城市现有的青

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情况的基础上,认为应当从城市建设的不同维度优化青年与城市之间的耦合程度,并进

一步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整体性建设[9] 。 现有文献为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研究提供有益支撑,但基于评价

体系和内涵解释的论述忽略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下青年发展路径的研究。
学界对城市结构中影响创新要素结构的主要途径和差异的探讨,包括以下三种观点:第一,从经济效率

角度,单中心结构通过集聚效应提升要素流通效率,减少信息外溢成本,企业间通过“规模互借”促进协同效

应。 相较之下,多中心结构的城市布局通过推动发展次中心,优化区域经济绩效[10] ,提升工业智能化和数字

化水平,吸引高科技企业和人才聚集[11] 。 第二,从产业角度,分散的城市结构有助于将科教资源扩散至次中

心,提升创新要素的匹配效率。 随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集聚,生产性服务业向次中心聚集[12] ,从而推动创新

要素的有效利用。 不同类型企业对空间的布局偏好因人口密度和功能属性而异,这进一步加快了产业在次

中心的聚集与创新。 第三,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的平衡。 单中心结构因资源高度集中和高效基础设施促

进知识溢出和信息交流,提升创新要素配置效率,但可能抑制周边地区的发展[13] 。 多中心结构则通过降低

次中心的创新要素配置成本、促进区域创新资源共享,缓解中心区域的过度集聚问题。 但分散结构由于地

理距离较大,可能削弱知识的传播与创新效率。 此外,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加速了资源与要素流动,多中心结

构在提升资源共享方面显示了优势,但较长的通勤流动会因为信息损失影响效率[14] 。 将研究对象聚焦在青

年发展型城市当中,已有研究多集中于政策层面的讨论。 张可和屈晓婷[15]研究揭示青年发展型城市在创新

生态系统与青年发展耦合方面的不足,特别是青年人才集聚效应在青年发展型城市当中并未体现。 对此,
陆杰华等[16]分析现阶段青年人口社会经济特征,认为其原因是青年个人发展需求与国家和城市发展需求不

尽一致,青年人口红利并未得到充分释放,并从理论层面论述解决的思路和路径,但未对实际的现实结构下

的可行性进行检验。 在差异化城市区位的现实因素下,已有研究也仅针对差异的存在进行案例分析和理论

论述。 以中部城市为例,从政策和时间路径强调青年人才在中部城市高质量发展当中的重要性,指出中部

城市推进产业迭代升级,推动人才链与创新、产业和资金链融合的根本问题是区域经济发展路径的问题,最
为根本的是战略性人才问题[17] 。 青年发展型城市是贯彻以人为核心的兼顾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城市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流动方向上,青年人口倾向于向城市群核心城市及省会城市流动[18] 。
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政策和实践路径的理论分析,在以下两个方面仍有待补充:一方面,已有文献指

出青年是城市创新基础,以及城市创新成果与市场未能实现高效对接,但忽略了在充分发挥青年人才主观

能动的条件下对创新要素配置方式的探究;另一方面,在强调青年人才集聚效应发挥不足的同时并未从城

市空间结构上给出青年发展型城市的青年人才区域发展的结构导向。
(二)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1. 青年发展型城市空间结构与创新要素配置

青年发展型城市旨在通过吸引和聚集青年人才与企业,推动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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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结构的设计和优化成为决定创新配置效率的关键因素。 具体而言,青年发展型城市通过建设具有

创意、创新和创业(“三创”)环境的空间结构,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创新资源的集聚与流动,从而提高创新效

率,增强城市的经济韧性并提升其竞争力。 一是,吸引青年人才和企业是青年发展型城市成功的基础。 通

过提供创新和创业的支持环境,这些城市能够吸引高素质的青年人才,进而形成积极的创新生态系统,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 这一过程受城市空间结构的显著影响,合理的空间结构有助于资源的高效配置和人才的集

聚,从而增强城市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通过优化空间布局,青年发展型城市能够有效地引导创新要素的

流动和利用,促进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青年发展型城市通过有效的空间结构布局,推动产业结构的优

化和升级。 具体来说,城市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引导传统产业向高科技产业转移,实现资源的再分配和优化

利用。 这不仅能够提升产业的创新能力,还能推动城市整体创新水平的提高。 此外,城市应注重创造一个

有利于青年创新和创业的环境,通过吸引和培养青年人才增强城市的创新活力和经济韧性。 这样的空间结

构与创新环境相辅相成,进一步提升城市的经济竞争力。 通过优化空间结构,青年发展型城市能够促进创

新要素的高效流动和合理配置,提供更多创新机会与资源支持。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空间结构对创新要素配置具有显著影响(H1)。
2. 青年发展型城市创新要素流动与配置

高素质青年人才的流动带来了知识、技能和技术的扩散,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知识共享和技术传播,
推动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 与此同时,青年发展型城市对于创新人员要素的流动促进了创新资本要素

的流动,进一步推动创新生态的完善。 然而,由于创新人员要素和创新资本要素的流动效率存在差异,现阶

段创新要素之间的目标和利益不一致,创新资本要素的流动往往比创新人员要素的流动更为滞后,这可能

导致创新资本要素集聚无法满足周边城市的需求,从而加剧创新要素市场的分割,影响周边城市的创新发

展[19] 。 因此,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设能够提高城市的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20] ,而合理的城市空间结构则能

够有效打破城市内部创新要素的堆砌和分散状况,形成一个支持青年发挥创新能力的生态系统。 通过优化

城市空间布局,这些城市能够有效促进创新要素的流动,提升创新效率,并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但需要注意的是,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特殊性导致青年人才的集聚规模过大或同质化现象存在,创
新人员要素在有限的支持城市创新的资源禀赋当中或将产生更为激烈的内部竞争,进而导致人才拥挤和人

力资源浪费。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青年发展型空间结构可以促进区域创新要素的双向流动改变城市创新要素错配程度,但这种影响由于

创新要素的不同特征而表现出差异性(H2)。
3. 青年发展型城市要素创新性环境与配置

城市的空间结构可以通过分散和重组创新资源及区域之间的创新要素流动,促进城市不同中心区域的

均衡发展,这一过程的有效性依赖于要素的创新性配置环境。 未来城市创新要素的高效配置依赖于高水平

教育培养的高素质劳动者,这些劳动者通过使用数字化、智能化的工具作用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要素

的创新性配置环境实质是数据、技术、信息和人才等一系列要素的组合过程,过程当中要素组合方式优化,
配置效率提升,尽可能扩大资源要素的协同范围[21] ,其中青年人才具备更具时代特征的主观能动性而占据

主要地位。 青年人才是创新人员要素当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组成部分,具备高素质、创新能力、灵活适应性

和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其需要青年发展型城市当中要素创新性配置下的创新资源、环境和保障,以此激发自

身的创新创业活力,进而缓解城市创新资本要素的错配。 然而,当前青年发展型城市在创新人员要素环境

方面存在发展中的“困难”,主要表现在:首先,青年人才集聚规模不足。 尽管各地城市积极吸引青年人才,
但在有效利用这些人才和发挥其集聚效应方面的重视不足。 城市的吸引力和黏性较弱,人才集聚的正向效

应未能充分释放。 其次,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部分城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无法提供一线或二

线城市所具备的经济补贴和公共服务,导致其吸引力不足。 与此同时,这些城市往往缺乏对自身独特优势

的认知,难以留住青年人才,集聚效应未能有效发挥。 最后,人才过度集聚与同质化问题。 城市通过放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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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政策、提供补贴、完善住房保障和就业指导等措施吸引青年人才,但未能考虑到城市的承载能力、产业分

工及发展定位,导致人才的过度集聚和同质化。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
城市的空间结构可以通过分散和重组创新资源及区域之间的创新要素流动,并且该过程受要素的创新

性配置环境影响;要素创新性配置环境可以提升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创新要素配置水平(H3)。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重点识别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创新要素错配的影响,设定如式(1)
所示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IMit = α + β1polyit + β2poly2
it + ∑δ jX jit + μi + ηt + εit

 (1)

其中: i 和 t 为城市和年份; α 为常数项; β1 和 β2 分别为城市多中心程度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系数; IMit 为城市

创新要素错配指数; polyit 为城市的多中心程度; X jit 为控制变量; μi 为个体固定效应; η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误差项。
(二)城市多中心指数与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测算

1. 城市多中心指数

如前文所述,城市多中心结构包括形态多中心和功能多中心。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人口、就业及文化等

方面考虑相对独立的中心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布,即形态多中心角度突出城市各中心的重要性[22-23] 。 本文使

用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反映城市的空间结构,人口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分布可以直观反映城市空间特征。
具体而言,参考 Li 和 Liu[24] 的方法,利用 LandScan 全球人口分布数据,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ESDA)识别样本中地级市城市的中心。 通过计算局部莫兰指数,捕捉由不同人口密度的 LandScan 栅格构

成的栅格簇,即通过比较每个栅格的人口数值,描述其周围显著相似值栅格之间的集聚程度,并通过保留莫

兰指数显著的栅格簇筛选出可能成为中心的地理单元。 其中,规模最大的称为主中心,规模较小的称为次

中心。 对于次中心设定最小标准为在总人数大于 10 万的基础上包含三个及以上满足高高集聚特征的栅格。
多中心结构通过次中心总人口(popsubcenter)占全部城市中心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该比值越小,城市空间结构

越趋向于集中,反之则更为发散。

poly =
popsubcenter

popsubcenter + popmaincenter

 (2)

其中:popmaincenter 为城市主中心人口数。
2. 城市创新要素错配

参考陈永伟和胡伟民[25]的做法,将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纳入增长核算框架中,本文在王宏鸣等[26] 的研

究基础上进一步测算城市层面创新要素的错配程度[25] 。 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城市研发资本错配指数 κKi = (1 - γKi) / γKi 和城市研发人员错配指数 κLi = (1 - γLi) / γLi 。 其中, γKi 和

γLi 为资本研发要素和劳动研发要素的绝对扭曲系数,使用价格相对扭曲系数代替。 式(3)反映了各地创新

要素实际分配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异,标志着城市的创新要素错配程度。

γ̂Ki =
K i

K( ) riβKi

βK
( ) ,

  

γ̂Li =
Li

L( ) riβLi

βL
( ) (3)

其中: ri 为城市 i 的创新产出份额; βKi 和 βLi 分别为城市 i 的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员的产出弹性。 若 γ̂Ki > 1 和

γ̂Li > 1 则有 κKi < 0 和 γLi < 0,表明城市创新要素配置过度,反之则表示创新要素配置不足。 为统一错配程

度的符号以此进行更好的回归分析,对计算的系数取绝对值以反映创新要素的错配程度。
假定创新生产函数为规模收益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有:

Y = AKβKi
it L

1-βKi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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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 为创新产出,在数值上使用城市专利数量作为代理变量; K it 为研发资本投入,以城市创新资本存量

为代理变量; Lit 为研发人员投入,以城市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代理变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城市研究与试

验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存在严重缺失,本文利用科研从业人员数量将省级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数据

拆分至城市。
(三)控制变量及数据来源

城市经济密度(Dense):用地区生产总值与行政区域土地面积的比值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Theil),参
考袁航和朱承亮[27]的研究构建产业合理化指数;基础设施(Road):城市年末公路里程占行政区域面积比

值;金融发展水平(Fin):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28] ;政府干预程度(Govern):政府

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29] ;市场化程度(Mark):参考吕冰洋和贺颖[30] 的做法,测算地级市市场一

体化指数。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LandScan 全球人口

分布数据及各省市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样本区间为 2008—2022 年。 研究对象为青年发展型试点地级市城市,
不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下辖区级行政单位,以及在计算相关数据过程当中因缺失数据而剔除的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不含港澳台地区)。

四、实证检验

(一)特征分析

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空间结构整体上表现为单中心集中化趋势如图 1 所示。 尤其是在 2019 年,其聚集程

度明显上升,与全国城市表现出截然相反的发展模式。 这意味着,与我国城市整体呈现出逐步多中心化的

趋势相比,青年发展型城市更趋向于集中的空间结构。 另外,在创新要素配置上,青年发展型城市在样本期

间的初期错配程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其在初期阶段的创新资源配置较为合理,明显优于全国城

市平均水平,而整体创新要素错配趋势和全国趋势趋同,呈现下降趋势。 总体而言,青年发展型城市空间结

构与创新资源配置的关系上表现出与全国城市样本不同的关系,该特征事实为探究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未来

城市结构规划及创新要素的优化配置指明必要性。

图 1　 城市多中心和创新要素错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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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准回归分析

为分析城市青年发展型城市空间结构对创新要素错配的影响,运用时间地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基准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1。 (1)列只将城市多中心纳入模型,发现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城市创新要

素错配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2)列将城市多中心的二次项加入至模型,二次项系数为正且

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与城市创新要素错配之间存在明显的 U 型关系,即城市多中心

空间结构先会减弱城市的创新要素错配程度,但随着城市过度追求区位功能的分散化,创新要素错配程度

将再逐渐提高。 在加入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并固定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二次项系数数值减小,但依旧通

过显著性检验。 正如前文及假设 H1 分析,青年发展型城市空间结构的适当分散可有效减弱城市创新要素

的错配程度,而过度趋于多中心则对城市的集聚趋势产生分散效应,初步验证本文假设 H1。
图 2 汇报青年发展型城市和一般城市的城市空间结构对创新要素错配的 U 型非线性结构。 从表 1 的

汇报结果来看,青年发展型城市进一步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分散可以降低创新要素的整体错配程度,而从

时间的维度上观察,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空间结构整体上表现出集中趋势且伴随着创新要素错配程度的上

升。 这表明青年发展型城市目前正位于“空间-要素配置”的 U 型非线性结构最低点的左侧,且呈现出进一

步向左移动的趋势,即城市空间结构愈发集中,创新要素错配愈发严重。 表 1 的(5)列汇报全部城市的空间

结构对创新要素错配的影响,城市多中心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 从时间维度观察,
不同于青年发展型城市,一般城市城市空间结构呈发散趋势且随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散创新要素整体错配程

度下降,整体位于 U 型结构最低点的左侧且有向最低点移动的趋势。 总结来看,青年发展型城市目前的空

间结构与一般城市相比较在缓解创新要素错配方面并不具有优势且随城市空间结构的进一步集中并没有

好转趋势。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IM IM IM IM IM

poly -1. 363∗∗

(0. 677)
-4. 393∗∗

(2. 119)
-5. 141∗∗∗

(1. 587)
-2. 145∗∗

(1. 003)
-2. 018∗∗

(0. 882)

poly2 9. 352∗∗∗

(3. 154)
8. 271∗∗∗

(2. 579)
4. 822∗∗∗

(1. 112)
2. 061∗∗∗

(0. 751)

Dense -2. 203∗∗∗

(0. 431)
-0. 998∗

(0. 579)
-1. 112∗∗∗

(0. 314)

Fin -0. 133∗∗∗

(0. 053)
0. 232∗

(0. 131)
0. 166∗∗

(0. 098)

Theil -0. 823∗∗

(0. 401)
-1. 341∗∗

(0. 659)
0. 442∗∗

(0. 241)

Road 0. 076∗∗∗

(0. 017)
-0. 197∗∗∗

(0. 015)
-0. 088∗∗

(0. 045)

Govern -3. 233∗∗∗

(1. 362)
-3. 380∗

(1. 227)
-2. 524∗∗

(1. 276)

Mark 0. 059∗

(0. 031)
0. 031∗∗∗

(0. 014)
0. 024∗∗∗

(0. 009)

常数项
1. 854∗∗∗

(0. 339)
2. 748∗∗∗

(0. 368)
5. 331∗∗∗

(0. 687)
3. 657∗∗∗

(0. 781)
3. 291∗∗∗

(0. 636)

控制变量 No No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 No No No Yes Yes
时间固定 No No No Yes Yes

N 540 540 540 540 3696
R2 0. 0870 0. 1460 0. 2634 0. 3594 0. 384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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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市多中心与创新要素错配散点线性拟合②

(三)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被解释变量

基础回归部分在测算城市创新要素错配指数当中,对于创新资本的存量使用永续盘存法,创新资本的

折旧率参考张军等[31]的研究设定固定资本折旧为 9. 6%,并以 2007 为基期。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

衡量各城市的研发资本投入的 R&D 资本存量折旧率调整为 5%,将样本周期缩短为 2010—2021 年,以减少

异常值和极端事件对模型稳定性的影响。 同时,对创新资本要素错配( IM_K)和研发人员要素错配( IM_L)
分别进行考察,以此检验模型在考察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创新要素错配不同方面的稳健性。 具体检验结

果见表 2。 细化至创新要素的人员错配和资本错配,在 9. 6%和 5%的研发资本折旧率及不同样本区间当中,
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于创新要素整体错配程度的解释依旧具有稳健性。

2. 更换解释变量测算

考虑到对解释变量的单一测算方法的局限性,借鉴李金锴和钟昌标[32] 的做法,计算衡量城市群空间结

构的赫芬达尔系数 HHIi = ∑
n

i = 1
(h jt / H2

t ) 。 其中: h jt 为城市 i 内次级单元 j 在 t 年的夜间灯光亮度总值, Ht 为

城市 i 在 t 年的灯光总值, n 为城市内次级单元数量。 同时,借鉴刘修岩等[33]的做法采用首位度指标衡量城

市空间结构,即城市首位度(Prime)在数值上等于城市内最大次级单元的灯光亮度综合占城市总灯光亮度的

比重。 考虑到城市创新要素错配若对城市结构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则也会对结果的稳健性产生一定的影

响。 对此本文也尝试加入解释变量的一阶前置项,建立动态面板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1)列为以

赫芬达尔系数表示城市多中心,一阶项系数不显著,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 (2)列为城市首位度测算城市多中

心,解释变量一阶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 (3)列将城市多中心指数一次项前置一期(F. poly)

表 2　 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IM_K(9. 6%折旧) IM_L(5%折旧) IM IM_K IM_L

poly -4. 771∗

(2. 790)
-3. 046∗∗

(1. 129)
-3. 138∗∗

(1. 727)
-1. 669∗∗

(0. 901)
-3. 608∗∗∗

(1. 191)

poly2 8. 381∗∗∗

(3. 441)
6. 627∗∗∗

(2. 730)
6. 195∗∗

(3. 328)
3. 141

(1. 228)
4. 151∗

(2. 39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540 540 432 432 432
R2 0. 2232 0. 2501 0. 0829 0. 0933 0. 156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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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binscatter 方法首先将散点划分为不同的格子(bins),其次再求取各个格子之间的均值,最后加上拟合线,此方法可以保证拟合的正确性的同

时,避免由于样本过多导致的拟合图较为拥挤的问题。



表 3　 更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1) (2) (3)
IM IM IM

HHI -3. 235∗

(1. 904)

HHI2 8. 551∗∗∗

(3. 917)

Prime -3. 837∗

(2. 214)

Prime2 8. 537∗∗∗

(3. 119)

F. poly -2. 010∗∗

(0. 899)

F. poly2 3. 132∗

(1. 80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540 540 499
R2 0. 2210 0. 1991 0. 1593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稳健标准误。

和二次项前置一期(F. poly2 ),以此检验存在路径依赖

的情形。 结果显示,一次项系数不显著,二次项系数显

著,即在前置一期城市空间结构的条件下,城市空间结

构对创新要素错配仍存在 U 型的非线性影响,相较于

基础回归部分系数绝对值有所下降,表明城市空间结

构对创新要素错配程度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 总结来

看,在更换解释变量测算方法和前置解释变量条件下,
解释变量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均稳定,说明基础回归部

分结果具有稳健性。
3. 内生性问题

在分析空间结构与创新要素错配因果效应的研究

中,内生性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一是,存在反向因果关

系。 创新要素错配程度较低的城市通常具有较高的发

展水平,这些地区更有能力和资源支持城市多中心布

局的实现。 二是,存在遗漏变量问题。 尽管已考虑了

多个控制变量,但仍无法完全排除所有潜在的影响因

素。 因此,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是必要的。 相关文

献指出,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因

素[34] ,地表起伏度等地理环境因素对人口分布结构有明显影响,即人口更倾向于在平坦地区集聚而不愿意

在地形起伏程度较大的地区生产生活。 同时,各类用地的建设与维护成本也会影响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

人口分布,城市地表起伏的程度影响适宜居住面积,人口倾向于在平坦地区集聚,相应也伴随着产业集聚跟

随人口集聚,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维护也会影响城市内部空间结构。 自然地理因素是城市固有的外生性自

然信息[35] 。 然而,自然地理因素随时间趋势在短期内几乎没有变化,应当引入时间趋势进行进一步分析。
汇率变化可以通过多种传导机制间接影响城市的多中心结构:①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流动,吸引更多投资

和商业活动集中于城市及其周边区域;②汇率波动带动的就业机会吸引更多人口流入,促进周边区域发展;
③政府因汇率变化调整政策,加大对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支持。 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推动城市多中心

结构的形成和演化。 因此,本文选择城市地形起伏程度(Tre)与汇率倒数(Rate)的交乘项,以及城市多中心

的一阶滞后项(L. poly)作为城市多中心指数非线性影响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4。 根据表 4 汇报结果发

现,不论是单独将城市多中心二次项引入模型还是同时将城市多中心一次项和二次项引入模型,多中心指数

表 4　 工具变量回归

变量
(1) (2) (3) (4) (5)
IM poly2 IM poly2 poly

poly2 3. 329∗∗

(1. 601)
11. 313∗∗

(5. 162)

poly 8. 431∗

(4. 402)

Tre ஐRate -0. 493∗∗∗

(0. 131)
0. 077∗∗∗

(0. 053)
0. 034∗∗∗

(0. 009)

L. poly 0. 661∗∗∗

(0. 002)
0. 910∗∗∗

(0. 11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Cragg-Donald
 

Wald
 

F 96. 681 26. 237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112. 637 28. 979
N 540 540 499 499 499
R2 0. 1841 0. 2471 0. 2214 0. 7953 0. 8128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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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次项系数均显著。 同时第一阶段的 F 值均大于 10,通过过度识别检验,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具有合

理性。 结果再次证明城市的多中心发展模型对于城市创新要素错配的 U 型影响。 这也意味着,从创新要

素的配置效率视角出发,多中心发展模式对于青年发展型城市而言也并非“万全之策” ,而是存在一个最

优水平。

五、进一步分析

(一)要素流动机制分析

目前关于要素错配的研究大多基于静态角度,鲜有研究从城市之间的创新要素动态流动视角考虑资源

的再配置效应。 本文采用引力模型,借鉴白俊红和刘宇英[36] 的研究,将省域层面的创新要素的流动细化至

城市区域的创新要素流动,分别为创新资本要素流动和创新人员要素流动。
创新资本要素流动表达式如式(5)所示。

cflow ij =
lnK i lnK j

R2
ij

 (5)

其中: cflow ij 为城市 i 和城市 j 的创新资本流动; K i 和 K j 为城市 i 和城市 j 的 R&D 资本存量; R ij 为相邻城市

i 和城市 j 中心之间的地理距离,基于城市中心的经纬度测得。 假设与某个城市地理上相邻的城市个数为 n,
城市 i 的区域创新资本要素流动量表达式如式(6)所示。

cflow i = ∑
n

j = 1
cflow ij (6)

创新人员的流动不同于创新资本的流动,容易受到经济环境、就业环境、居住环境和创新环境等社会因

素的影响。 因此,选取城市人均 GDP、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和研发机构数量分

别代表上述因素,以体现城市吸引力水平。 城市创新人员要素的流动表达式如式(7)所示。

pflow ij =
lnNi lnG j lnS j lnI j

R2
ij lnP j

(7)

其中: pflow ij 为城市 i 和城市 j 之间的创新人员要素流动; Ni 为地区 i 的 R&D 人员;G j、S j、和 P j 分别为城市 j
的人均生产总值、平均工资、平均房价及研发机构数量; R2

ij 为 I j 相邻城市的城市中心的空间距离。 城市 i 对
于相邻城市的创新人员要素总流动量可以表示为

pflow i = ∑
n

j = 1
pflow ij (8)

由于测算所得创新资本要素流动和创新人员要素流动存在典型的右偏特征,本文将其对数化。
根据表 5 的回归分析,城市多中心结构对创新资本流动和创新人员流动具有显著的 U 型非线性影响。

初期,中心区域的集聚效应提升资源集中和效率,但多中心结构可能导致资源分散和效率降低。 然而,随着

中心区域的负外部性显现,创新资本和创新人才逐渐向其他区域扩散,多中心结构通过缓解中心压力、提供

多样化环境和促进知识扩散发挥积极作用。 (1)列和(2)列的结果显示,创新资本流动与城市多中心结构的

二次项显著为正,但资本流动无法直接减轻创新要素错配。 (3)列结果不显著,表明城市空间结构未通过创

新资本流动对要素配置产生中介效应。 在中国城市规划与创新实践中,创新资本流动反而加剧了要素错

配,核心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吸引了大量创新资本和高端人才,边缘地区资源利用效率较低。 (4)列显

示,城市多中心结构对创新人员流动同样呈 U 型特征,初期资源分散降低效率,但随着基础设施和政策环境

改善,多中心结构促进了人员流动,缓解了中心区域的压力。 (5)列和(6)列表明,多中心结构通过促进创新

人员流动,缓解了创新要素错配,提升了整体创新效率。 相比之下,创新资本流动性较低,更多依赖金融政

策和市场环境,而创新人员的高流动性带来了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和区域互补性。 因此,政策和基础设施

建设应侧重吸引和留住创新人才,提升生活质量并优化创新要素配置。
本文重点关注青年发展型城市创新要素配置情况,检验青年发展型城市在城市空间结构对创新要素错

配影响当中的要素流动效应,结果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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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一般城市要素流动机制

变量
(1) (2) (3) (4) (5) (6)
cflow IM IM_K pflow IM IM_L

cflow 4. 810∗∗∗

(2. 113)
4. 472

(3. 512)

pflow -1. 349∗∗∗

(0. 229)
-2. 193∗∗∗

(0. 522)

poly -0. 056∗

(0. 031)
-6. 171∗∗

(2. 990)
-4. 335∗∗

(1. 926)
-0. 219∗∗

(0. 098)
-3. 191∗∗∗

(1. 124)
-5. 141∗∗∗

(1. 030)

poly2 0. 328∗∗∗

(0. 083)
9. 009∗

(5. 436)
7. 816∗

(4. 290)
0. 299∗∗

(0. 149)
7. 933∗∗∗

(1. 276)
10. 282∗∗∗

(1. 01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926 2926 2926 3155 3155 3155
R2 0. 1114 0. 1434 0. 1519 0. 1156 0. 3917 0. 2915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6　 青年发展型城市要素流动机制

变量
(1) (2) (3) (4) (5) (6)
cflow IM IM_K pflow IM IM_L

cflow -3. 922∗∗∗

(0. 991)
-7. 184∗∗∗

(0. 997)

pflow -1. 537∗∗∗

(0. 606)
-1. 399∗∗∗

(0. 396)

poly -0. 161∗∗∗

(0. 008)
-6. 183∗∗∗

(1. 341)
-7. 027∗∗

(3. 410)
1. 843∗∗∗

(0. 515)
-3. 509

(2. 491)
-3. 614∗

(2. 141)

poly2 0. 097∗∗∗

(0. 104)
10. 062∗∗∗

(2. 177)
13. 559∗∗∗

(4. 273)
-1. 071∗

(0. 545)
7. 974∗

(4. 051)
8. 267∗∗∗

(1. 49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40 540 540 540 540 540
R2 0. 8841 0. 1492 0. 2071 0. 1135 0. 1488 0. 119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通过比较表 6 中的(2)列和(3)列与表 5 中的(2)列和(3)列的结果,一般城市的多中心空间结构通过

创新资本流动,反而加剧了创新要素和资本的错配问题;而在青年发展型城市中,多中心结构则通过创新资

本流动有效缓解了这些错配问题。 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空间结构相对集中,且经济仍有进一步集聚的趋势。
而一般城市则表现出扩散的趋势,导致资源分散、基础设施薄弱及政策协调不足,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

创新要素整体和创新资本要素的错配。 理论上,多中心结构应通过缓解中心城区的压力、促进多样化发展

来提升城市功能。 但现实中,由于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资源难以有效集中,导致创新效率下

降,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相比之下,青年发展型城市凭借集中化的空间结构和系统化

的支持措施,通过创新资本流动提升了创新要素配置效率。 其可以依托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全要素生产

率,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创新环境,充分发挥集聚经济、创新生态系统和网络效应,促进了资本和人才的高

效流动与利用,进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创新产出。
根据表 6 中的(5)列和(6)列的结果,创新人员流动的中介效应在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多中心结构中不如

在一般城市中显著。 这可以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进行解释。 从理论层面看,青年发展型城市具有更强的

集聚效应,资源和人才集中在少数核心区域,限制了创新人员在城市不同中心之间的流动。 同时,这些城市

的产业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集中于特定的高新技术领域,导致创新人员倾向于留在核心区域。 此外,成熟

的创新生态系统也集中于少数区域,虽然提升了这些区域的创新效率,但也降低了创新人员的流动性和资

源的均衡分布。 从现实层面看,政策通常集中于提升青年发展型城市核心区域的竞争力,通过支持科技园

区、创新创业基地及高等教育机构,吸引了大量资金和人才。 这种政策导向有效增强了核心区域的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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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也导致创新资源过度集中。 同时,核心区域的基础设施更为完善,生活成本和质量较高,进一步吸引

了创新人员留在这些区域,减少了向次级中心的流动。 核心区域作为城市文化和社交中心,拥有丰富的文

化活动和社交机会,也进一步增强了创新人员留在这些区域的意愿。
进一步地,本文采用青年发展型城市在空间上相邻城市作为样本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7。 (1)列和(4)

列表明,青年发展型城市周边的城市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在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创新资本要素和创新人员

要素的流动当中表现出相反的影响方向,即周边城市的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创新资本要素表现为显著的

倒 U 型影响,对创新人员要素表现为显著的 U 型影响,均与青年发展型城市相反。 其中(2)列和(3)列表

明,周边城市的创新资本要素的流动加剧了空间结构多中心对于创新要素的整体错配及创新资本要素的错

配,其结果与青年发展型城市相反,这表明青年发展型城市对周边城市有“虹吸”效应。 虽创新资本要素存

在流动,但更多的是青年发展型城市和周边城市的要素质量的“高-低”单向互换,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创新资

本要素的流动牺牲周边城市的创新要素配置水平换取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创新资本要素优化配置。 (5)列和

(6)列汇报结果显示,城市多中心结构的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周边城市的创新人员要素

流动对城市空间结构和创新要素整体错配及创新人员要素错配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造成此差异可能存在

的原因是,青年发展型城市对于试点城市的选择存在政策制定者的主观判断,相较于其他城市,试点城市本

就具有一定的政策优势。

表 7　 青年发展型城市相邻城市要素流动机制

变量
(1) (2) (3) (4) (5) (6)

cflow IM IM_K pflow IM IM_L

cflow 3. 982∗

(2. 335)
2. 013∗∗∗

(0. 373)

pflow -5. 041∗∗∗

(0. 119)
-11. 001∗∗∗

(2. 224)

poly 0. 013∗∗∗

(0. 001)
9. 201∗∗

(4. 506)
9. 397∗∗∗

(3. 006)
-0. 251∗

(0. 133)
7. 018

(4. 005)
5. 244

(4. 217)

poly2 -0. 008∗∗∗

(0. 003)
-12. 811∗∗

(5. 837)
-14. 1653∗∗

(7. 009)
0. 510∗∗∗

(0. 193)
-9. 141

(5. 510)
-4. 244

(7. 31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620 1620 1620 1620 1620 1620
R2 0. 1433 0. 1100 0. 1129 0. 3525 0. 1424 0. 091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binscatter 方法首先将散点划分为不同的格子( bins)
 

,其次再

求取各个格子之间的均值,最后加上拟合线,此方法可以保

证拟合的正确性的同时,避免由于样本过多导致的拟合图较

为拥挤的问题

图 3　 周边城市的城市多中心指数与创新要素配置

人员要素相对于资本要素具有主观能动性,试点城市

冗余创新人员要素与周边城市的双向流动中存在“衍射”效

应,形成城市之间创新人员要素的“高-低、低-高” 双向互

换,更靠近帕累托最优状态。 就周边城市空间结构对创新

要素整体错配来看(图 3),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创新要

素错配呈倒 U 型,与一般和青年发展型城市相比具有显著

差异。 受试点城市已有的政策和区位等优势影响,导致创

新要素的流动更加倾向于青年发展型城市。 因此,与试点

城市不同,对于周边城市而言,相对集中或相对分散的城市

结构反而更有利于创新要素的整体配置。 一方面,相对集

中的城市结构可以缓解创新资本要素过度单向流动至青年

发展型城市,从而缓解创新要素整体错配;另一方面,相对

分散的城市结构却可以使周边城市在空间上谋取与青年发

展型城市创新人员要素的双向流动,通过对创新人员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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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配的减弱来缓解创新要素整体错配。 整体而言,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存在使得周边城市由于创新要素的动

态流动无法在城市空间结构上兼顾创新人员要素和创新资本要素的优化配置。 因此,青年发展型城市在城

市空间结构上由于要素的动态流动,内部城市结构的集中现状使创新人员要素优化配置受限但利好于周边

城市创新人员要素配置,而城市结构的进一步分散对于创新资本要素的优化配置则会牺牲周边城市的创新

资本要素配置水平。
(二)要素创新性配置环境机制分析

城市的空间结构可以通过分散和重组创新资源及区域之间的创新要素流动,促进城市不同中心区域的

均衡发展,这一过程的有效性依赖于要素的创新性配置环境。 在一个优化的创新性配置环境中,高水平的

青年劳动者和先进的数字化平台能够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减少资源错配现象。
另外,科技创新的推动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在多中心结构中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环境,吸引高素质

人才和高质量创新资本向城市各中心集聚,从而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参考肖有智等[37] 的方法,基于百度

新闻数据当中有关要素创新性配置环境关键词③的词频代表城市要素创新性配置环境( env),并对词频进行

加 1 取对数处理。
表 8 的检验结果显示,(2)列中一般城市的多中心空间结构与要素创新性配置环境交叉项的系数显著

为正,而其平方项与要素创新性配置环境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要素的创新性配置环境在全样本城

市中对创新要素错配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当城市的多中心化程度较低时,创新性配置环境会弱化多中心结

构对创新要素错配的缓解作用;而在多中心化程度较高时,创新性配置环境则会缓解因城市结构发散所导

致的创新要素错配。 因此,创新性配置环境在城市结构相对分散时,对创新要素的配置具有更强的调节作

用。 具体而言,创新性配置环境提高了空间结构进一步发散对创新要素错配缓解的上限,从而降低了多中

心结构对创新要素错配的 U 型曲线的整体水平。 一般城市的多中心结构在创新性配置环境中更具适应性,
使得不同城市中心拥有各自的资源和产业优势,形成了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促使创新要素在各中心之间有

效互动和协同,从而优化了创新要素的配置效率。
表 8 的(4)列中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展现出不同的调节效应。 具体来说,创新性配置环境和城市多中心

结构二次项的交互项系数为正,而多中心结构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入创新性配置

环境对多中心空间结构一次项和二次项的交互效应后,多中心结构的二次项系数由 U 型结构转变为倒 U 型

结构。 正如前文所述,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空间结构表现出日益集聚的趋势,并伴随创新要素错配的增加。
当加入创新性配置环境的调节效应后,原有的非线性结构发生反转。 这种情况下,青年发展型城市的集聚

反而可能在创新性配置环境的调节下缓解创新要素的错配,甚至集中化的空间结构在这种环境下表现出正

向作用,减轻了创新要素错配的问题。 这一现象表明,青年发展型城市的要素创新性配置环境在调节多中心

结构与创新要素错配之间的关系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改变了原有的 U 型曲线特征,使空间结构的影响表现出不

同的动态特征。 青年发展型城市通过政策支持和资源集聚,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创新性配置环境,确保了创新资

源和人才的高效集聚和利用[38] 。 青年发展型城市注重建设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这种系统不仅促进了创新要

素之间的互动和协同,还使得创新要素在高效的创新性配置环境中得到最佳利用,提升了整体创新效率。 在现

实中,青年发展型城市通过提升生活质量,吸引并留住高素质青年人才,打造“宜业、宜居、宜学、宜创、宜娱”之
城,增强了城市的吸引力和创新动力。 要素创新性配置环境对青年发展型城市空间结构聚集所产生的集聚不

经济进行缓解,同时对空间结构与创新要素错配非线性关系的反转,可以得出在有效的要素创新性配置环境当

中,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未来建设可倾向于城市结构的集中以发挥城市核心区域相对更高的信息效率,也可以选

择结构分散并通过以数字信息为代表的要素创新性配置弥补城市各中心之间的信息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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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要素创新性配置环境

变量

一般城市 青年发展型城市

(1) (2) (3) (4)
IM IM IM IM

env 0. 211∗∗

(0. 101)
0. 255

(0. 171)
0. 375∗

(0. 182)
0. 237

(0. 200)

env×poly 3. 991∗∗∗

(1. 117)
-3. 414∗∗

(1. 700)

env×poly2 -10. 017∗∗∗

(1. 978)
9. 177∗∗∗

(2. 193)

poly -1. 591∗

(0. 805)
-13. 827∗∗∗

(2. 114)
-4. 733∗∗∗

(2. 121)
9. 720∗∗

(4. 892)

poly2 4. 010∗∗

(1. 914)
25. 117∗∗∗

(5. 149)
10. 144∗∗∗

(3. 207)
-25. 476∗∗∗

(8. 11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3635 3635 540 540
R2 0. 1162 0. 1880 0. 2225 0. 2839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创新人员要素和创新资本要素对要素配置的创新性配置环境反映程度在青年发展型城市当中并不一

样,如表 9 所示。 (2)列结果显示,要素创新性配置环境与城市多中心一次项和二次项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

著,表明要素的创新性配置环境并没有显著影响青年发展型城市当中空间结构对创新人员要素错配的影

响。 一是,青年发展型城市中的创新人员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和适应性,能够迅速调整工作和生活地点以适

应市场需求变化,从而减少多中心结构对创新人员要素错配的影响。 同时,高素质的创新人员能够有效利

用市场信息进行自我调节和优化,减少了对外部创新性配置环境的依赖。 二是,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政策支

持和创新生态系统较为一致,无论是在中心区域还是非中心区域,创新人员都能享受到类似的政策和环境

支持。 因城市不同区域的机会和资源配置差异有限,政策和环境的同质性使得多中心结构对创新人员要素

错配的影响减弱。 同时,如前文所述,创新人员要素在青年发展型城市和周边城市的双向流动,致使青年发

展型城市对于创新人员要素的流动量相对一般城市而言较大,且青年发展型城市目前欠缺对流入进来的优

质创新人员要素提供必要的保障,致使创新人员要素无法及时适配要素的创新性环境进而缓解创新要素的

错配。
表 9 的(4)列结果显示,要素创新性配置性环境与城市多中心的一次项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与二次项

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要素的创新性配置环境对于创新资本要素配置的影响对于整体的创新要素配置影

响方向一致。 从交互项的系数绝对值来看,对于创新资本的调节效应大于整体创新要素配置的调节效应,
即青年发展型城市在城市创新效率优化过程中主要源于要素创新性配置环境下创新资本的优化配置。 在

聚集经济理论下,相对于创新人员要素错配的缓解,负向交互项表明,要素创新性配置环境未能有效支撑创

新资本的配置,城市空间结构过度分散会造成城市内单位空间的“集中不足”,造成资源的紧张和竞争,抑制

创新效率。 二次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适当的城市多中心结构,可以有效加强创新资本与创新生态系

统内与其他要素的融合,减少资本的功能重叠和错位,形成创新互动新形势,而过度的分散将降低创新生态

系统与城市的耦合共进。 从现实青年的城市选择来看,相对于创新资本,青年人才的超量集聚和同质集聚,
可能出现青年人才发展和城市发展并不匹配,优质的人才资源无法在城市当中得到有效配置,青年理想和

城市现实生产产生落差,降低对其自身进一步提升和参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最终导致创新人员要素的配

置在要素创新性配置环境对城市整体创新要素错配的环境当中并不如创新资本要素有效。 因此,目前来看

城市对青年的吸引力和黏性有待提高有关,人才集聚的正效应发挥不充分,青年人才集聚规模过大或同质

化现象存在,导致人才拥挤和人力资源浪费,人才集聚的负效应有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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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青年发展型城市要素创新性配置环境调节效应

变量

创新人员要素错配 创新资本要素错配

(1) (2) (3) (4)
IM_L IM_L IM_K IM_K

env 0. 351∗∗

(0. 172)
0. 012

(0. 227)
0. 823∗∗

(0. 457)
0. 858

(0. 721)

env×poly 0. 239
(1. 592)

-5. 119∗∗∗

(2. 004)

env×poly2 1. 428
(1. 130)

8. 221∗∗∗

(3. 303)

poly
-0. 112

(1. 174)
-0. 491

(0. 339)
0. 955∗

(0. 483)
10. 291∗∗

(1. 535)

poly2 -0. 421
(3. 155)

-5. 284
(4. 237)

-1. 366
(0. 949)

-24. 155∗∗∗

(10. 02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540 540 540 540
R2 0. 1152 0. 1300 0. 1929 0. 2125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六、结论与启示

青年人才是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力军。 在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时,如
何发挥青年人才集聚所带来的创新效应成为推动青年创新与城市创新相互促进的重要抓手。 目前,大多数

城市的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仍处于创新要素堆砌阶段,创新要素各自为战,缺乏协同创新,尚未真正形成有利

于青年发挥创新创造能力的生态系统。 基于这一现状,本文以青年发展型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为研究视角,
使用中国青年发展型城市 2008—2022 年城市多中心指数和创新要素错配数据,利用城市地形起伏和汇率的

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尝试识别城市的内部多中心程度与创新要素错配的因果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①青

年发展型城市多中心的空间结构对创新要素错配存在 U 型影响,且在考虑了内生性、替换解释变量计算方

法,以及细化创新要素错配的人员和资本方面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成立。 青年发展型城市

的城市空间结构目前位于拐点的左侧,空间结构的进一步集聚将加剧创新要素错配程度。 ②以相邻城市之

间的创新要素流动刻画动态机制,青年发展型城市则主要依赖于创新资本的单向“高—低”流动抑制创新要

素错配,但此方式将会加剧青年发展型城市周边城市的创新资本错配,而青年发展型城市因城市空间结构

的集中对创新人员要素存在吸引但黏性不足。 ③要素的创新性配置环境可以提高创新要素优化配置的上

限,在青年发展型城市当中缓解其城市空间结构集中对创新要素错配的正向作用,但创新人员要素的优化

配置并没有得到要素创新性配置环境的适配。 总结来看,青年发展型城市目前相对于一般城市空间结构较

为集中,且仍有继续集中的趋势。 从创新要素的配置区分来看,青年发展型城市在创新资本要素流动及要

素创新性环境的适配当中,其对于创新要素错配的缓解更为有效。 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本意是让以青年

人才为代表的创新人员要素来得了、留得住和发展好。 但目前来看,青年发展型城市空间结构对创新人员

要素的流动及要素创新性环境的适配还需提升,即城市建设与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耦合性有待加强。
考虑到青年发展型城市发展的前瞻性目标及政策导向,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青年发展型城市充当青

年人才主要载体,建设利于青年人才集聚的城市环境,为城市注入创新创造动力。 一方面,应当关注创新要

素的配置效率,并不能“唯创新绩效论”;另一方面,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优化,从城市整体层面改善创新环

境,从根源上助力创新的长期和持续增长。
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从多个方面考虑优化青年发展型城市空间结构。 首先,适当分散过于集中的城市空间结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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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中心的压力,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和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其次,推动城市中心区功能混合,实施精细

化、多元化和差异化规划,提升公共服务和交通系统,缓解通勤拥堵,为创新活动提供高效的支持环境。 再

次,拓展非中心区功能混合,建设多功能社区,完善基础设施和交通承载功能,打造便捷生活圈和活力街区,
吸引青年人才和创新企业入驻,形成多中心创新网络。 最后,协同中心区与非中心区的功能混合,明确各区

域功能定位,增加交通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的密集度和规模性,促进区域间的创新资源流动和共享。 通过

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创新要素在全市范围内的高效配置,提升城市整体创新能力和竞争

力,为青年人才提供宜居、便捷、多样化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从而激发其创新潜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第二,提升城市对青年的吸引力和黏性,优化青年发展型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创新资本双向流动。 一方

面,优化住房政策,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和公租房的供给,特别是面向青年人才的住房,降低

其住房成本,同时发展青年公寓和共享居住空间,提供便利的生活设施。 另一方面,改善生活环境,提高教

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的质量和覆盖面,增强青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并建设丰富的文

化、娱乐和社交场所,组织多样化的文化活动,增强城市的文化魅力。 此外,提供职业发展支持,建设综合就

业服务平台,提供就业信息、招聘服务、职业培训、就业指导和职业规划等全方位的就业服务,提升青年人的

就业能力和职业发展水平;鼓励创业和创新,提供创意孵化、创业指导、市场推广等全流程支持,建设创新创

业园区和孵化器,形成创新要素配置生态圈。 与此同时,优化青年发展型城市与周边城市创新资本的双向

流动渠道。 通过建设区域创新合作平台,促进青年发展型城市与周边城市在科技创新、产业合作、人才交流

等方面的协同发展,形成区域创新网络;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促进创新资本和人才在青年发展型城市

和一般城市之间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区域整体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在优化创新资本要素方

面,通过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创新资本的双向流动,制定区域创新发展规划,明确青年发展型城

市的创新功能定位,优化创新要素的空间布局,确保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协同发展。
第三,增强青年人才的要素创新性配置环境适配性,充分发挥青年人才集聚效应积极作用。 城市应根

据产业需求和发展规划,合理引进不同专业背景和技能的青年人才,避免同质化集聚。 通过校企合作、海外

引才计划等多渠道引才,提供一站式引才服务平台和完善的生活配套设施,提升青年人才的生活质量和满

意度。 建立健全资源配置机制,设立创新资源协调机构,确保资源配置的高效和公平。 通过信息公开和透

明的资源分配机制,根据不同创新要素的需求,精准配置资源,动态调整资源配置策略,确保资源配置的灵

活性和适应性。 促进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建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创新资源共享平台,推动产学研深度融

合,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和项目合作,提升资源利用率,实现青年人才的合理引进

和科学分配,确保创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青年人才的创新潜力和集聚效应,为城市的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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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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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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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youth
 

development-oriented
 

cities
 

originates
 

from
 

the
 

intersection
 

of
 

common
 

urban
 

development
 

issues
 

and
 

specific
 

youth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China.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whether
 

agglomerated
 

or
 

dispersed,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agglomeration
 

of
 

young
 

talent
 

and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innovation
 

factors.
   

Based
 

on
 

LandScan
 

Global
 

Population
 

Database
 

from
 

2008
 

to
 

2022,
  

the
 

impact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youth
 

development-oriented
 

cities
 

on
 

innovation
 

factor
 

misallocation
 

was
 

empirically
 

analyz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degree
 

of
 

spatial
 

dispersion
 

in
 

these
 

cities
 

lie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U-shaped”
 

structure
 

of
 

innovation
 

factor
 

misallocation,
  

with
 

a
 

further
 

trend
 

toward
 

agglomeration.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flow
 

mechanism
 

reveals
 

that
 

the
 

spatial
 

structure
 

alleviates
 

innovation
 

factor
 

misallocation
 

through
 

the
 

bidirectional
 

flow
 

of
 

innovation
 

capital
 

and
 

innovators,
  

particularly
 

with
 

the
 

flow
 

of
 

innovators
 

benefiting
 

surrounding
 

cities.
   

Static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environment
 

for
 

innovative
 

factor
 

allocation
 

optimizes
 

resource
 

allocation
 

by
 

mitigating
 

innovation
 

capital
 

misallocation
 

under
 

the
 

agglomeration
 

trend
 

in
 

youth
 

development-oriented
 

cities.
   

The
 

research
 

supports
 

the
 

adoption
 

of
 

reasonable
 

spatial
 

dispersion
 

strategies
 

in
 

youth
 

development-oriented
 

city
 

planning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innovation
 

factors,
  

an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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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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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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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cation;
  

Land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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